
中国共产党抗战大后方工作研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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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 “大后方”是抗战时期中国各派政治势力普遍使用的概念，也是中国共产 

党话语体系中的基本概念。中共在大后方努力维系国共合作，争取中间势力，为抗战胜利 

奠定政治基础；贯彻统一战线经济政策，团结工商界，为抗战胜利壮大进步力量；实践持久 

战军事战略，联络协调两个战场，同样为赢得对 日作战胜利尽心竭力；推动和领导大后方 

文化繁荣发展，保存民族文化精英，为抗战胜利凝聚万众一心的精神力量；开展民间外交， 

推动建立国际反法西斯统一战线，营造有利中国抗战胜利的国际环境；培养独特的红岩精 

神，丰富了抗战精神内涵，为形成伟大抗战精神贡献了中国共产党人的才智。中国共产党 

的大后方工作，是抗战时期中共党史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需要深入研究的重大学术 

课题。 

关键词 中国共产党 大后方 基本问题 

抗 日战争时期，中国有以延安为中心的抗 Et根据地，以上海为中心的沦陷区和以重庆为中心的 

大后方。 中国共产党以抗Et根据地为依托，领导抗 Et军民开辟了敌后战场，配合国民党正面战 

场，形成了共同抗击 日本侵略者的战略态势。与此同时，中国共产党人在大后方与国民党携手合 

作，努力实践抗 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总路线。 

改革开放以来，中外学术界对于以延安为中心的抗日根据地的研究，已经取得了巨大的进步和 

相当的共识。但是，对于中共在大后方和沦陷区的研究则比较浅表和零碎，使独具特色的这段历史 

淹没于抗 日战争史宏大叙述之中，而忽视了中共在大后方历史作用和历史贡献的独特个性。近年 

来，我们承担了国家社会科学基金特别委托项目“第二次国共合作及其经验研究——以中共中央 

南方局和抗战大后方为中心”，感到很有必要专门对中共在大后方工作的历史进行必要的梳理和 

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特别委托项 目“第二次国共合作及其经验研究——以中共中央南方局和抗战大后方为中心” 

(09@ZH012)、重庆市2013年度哲学社会科学重大委托研究项 目“中共南方局与抗战犬后方社会研究”(2013一zDzxo2)的阶段 

性成果。 

① 笔者曾撰写了《抗 日战争研究视角、方法与途径的探讨——以大后方研究为例》(《抗日战争研究》2012年第3期)，对“大 

后方”概念进行了专门研究。本文重点补充中国共产党关于“大后方”概念的内容，是对前文“大后方”概念研究的继续和深化。 

】29 



抗日战争研究 2015年第4期 

深入研究，以更加清晰完整地认识这段历史，更加深刻地彰显中华民族的抗 日战争对世界反法西斯 

战争的巨大贡献，更加准确地定位中共在抗 日战争中的地位、作用。 

中国抗战大后方是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重要政治舞台。中共是中国抗日战争的政治指导者、 

抗 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倡导者和推动者，是抗 日战争的中流砥柱。中共在抗战大后方的政治、经济、 

文化、军事、外交等方面同样发挥了重要作用。 

“中国共产党是中国抗 日战争的政治指导者”的表述，是笔者基于历史与现实的考量第一次提 

出来的。得益于延安革命纪念馆基本陈列中对延安在抗日战争中地位作用的表述给笔者的启示。 

2009年，延安革命纪念馆基本陈列进行了重要调整，其中将延安定位于“抗 日战争的政治指导中 

心”。这一陈列大纲和陈列方案，先后经过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中国人民 

解放军军事科学院、中国国家博物馆、中国人民军事博物馆的充分论证、反复修改。时任中共中央 

政治局常委李长春等中央领导同志亲临视察，做出重要指示。2006年 5月，中共中央宣传部审批 

通过了陈列大纲和方案。① 笔者认为，延安定位于“抗 日战争的政治指导中心”，这是中共对延安及 

中共在抗日战争中历史地位的新表述，体现了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表现出以国家民族为重的宽广 

襟怀，使这一研究达到了新境界。为此，作者曾撰写了《抗战时期毛泽东对大后方的政治指导—— 

兼论毛泽东与第二次国共合作的关系》一文。② 

近年来，笔者在承担上述项目研究时，从不同视角对中国共产党的抗战大后方工作进行过论 

述，在不同的学术讨论会上阐述过自己的观点。尤其是在今年纪念抗战胜利 70周年的背景下，引 

起了学界的讨论，也曾被媒体关注。③尽管如此，要科学地回答这一问题，不可能毕其功于一役。 

因此，笔者再作“中国共产党抗战大后方工作基本问题”研究，目的在于引起学界更多的关注与讨 

论 ，把该研究引向深入。 

一

、 中国共产党话语体系中的“大后方” 

1938年 10月，毛泽东在中共六届六中全会作政治报告，第一次明确提出了中共的抗战“大后 

方”概念，他指出：“敌以少兵临大国，加以我之坚强抵抗，就迫使敌人发生了兵力不足与兵力分散 

的困难，这样就不但给了我一个总的抗日根据地，即大后方，例如云、贵、Jil等地，使敌无法占领。” 

他还说，抗战时期的乡村与内战时期的乡村有很大不同，“不但地域广大，而且在云贵JiI等省大后 

方中，尚有许多城市与许多工业，尚可与外国联络，尚可建设”。④ 根据这一判断，1939年1月，中共 

在重庆成立了南方局，受命“代表中央向国民党及其他党派进行统一战线工作”，同时“指导南方和 

大后方各省党的工作”。⑤ 3月，周恩来在分析全国战局时，再次表示“西北、西南可以成为我们的 

大后方”。⑥ 此后，中共文献都明确地把国民党控制的西南西北地区称之为“大后方”，并成为党内 

① 《认真践行科学发展观 精心打造时代精品工程——全国爱国主义教育示范基地“一号工程”延安革命史陈列布展纪 

实》，《延安日报》，2009年8月25日，第 1版。 

② 周勇、耿密：《抗战时期毛泽东对大后方的政治指导——兼论毛泽东与第二次国共合作的关系》，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编： 

《全国党史界毛泽东同志诞辰 120周年学术研讨会论文集》，中央党史出版社2014年版，第321页。 

③ 周勇：《中国共产党在大后方实践抗 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历史贡献》，《重庆 日报》，2015年7月8日，第7版；周勇：《论“红 

岩精神”》，《探索)2009年第3期。 

④ 毛泽东：《论新阶段》(1938年1O月l2一l4日)，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央档案馆编：《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 l5 

册，中央文献出版社 2011年版，第599—60o页。 

⑤ 《刘少奇选集》上卷，人民出版社 1981年版，第266页。 

⑥ 周恩来：《目前形势和新四军的任务》(1939年 3月)，《周恩来选集》上卷，人民出版社 1980年版，第10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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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共识。 

纵观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视野下的“大后方”，主体指西南西北国民党统治地区，包括四川、重 

庆、西康、云南、贵州、西藏、广西、陕西、甘肃、宁夏、新疆等省，它是一个地域概念和政治概念的集合 

体，包含了地理、政治、军事等丰富内容。所以，“大后方”既是抗日战争时期各派政治势力普遍使 

用的概念，也是中国共产党话语体系中的基本概念。 

1945年4月，中共在延安召开七大。大会设置了“大后方代表团”，包括周恩来、董必武等南方 

局领导人和大后方各省负责人。叶剑英、陈铁铮(即孔原)任代表团正副主任。② 这是中共中央对 

南方局领导的大后方工作的充分肯定，客观地反映了中国共产党在全国范围内为抗日战争的胜利 

而不懈奋斗的历程 。 

二、中国共产党在大后方工作所处的时代背景与历史环境 

抗战时期，有两大基本问题是中国一切政党、政治派别共同面临且必须回答的，一个是抗 Et，即 

如何打败日本帝国主义，实现民族解放；一个是民主，即如何实现国家的政治民主，建设新中国。 

抗战大后方主要由国民党控制 ，但大后方并不等于国民党，大后方的历史并不为国民党所独 

有，而是抗 日民族统一战线最重要的政治舞台。因此，研究大后方不能只研究国民党。抗 日民族统 
一 战线以国共合作为基础，抗 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坚持和发展，是争取抗 日战争胜利的基本保 

证。中国的抗 日战争是在抗 日民族统一战线旗帜下 ，以国共合作为基础的反抗 日本侵略的战争。 

这是研究抗战大后方历史的核心问题。 

抗 日战争全面爆发以后，中国各派政治力量，首先是国民党和共产党在“坚持国家和民族利益 

至上、誓死不当亡国奴”③这一点上达成共识。国共合作成为这一时期国共关系的中心，团结抗战 

则是两党的共同利益。这是“国家和民族利益至上”的意识在国共关系上的体现，而维系国共合作 

便成为赢得抗战胜利最重要的国内政治基础。 

但是除了抗 日之外，国共两党在其他政治问题，尤其是民主问题上没有多少共同点。国民党是 

执政党，掌握着中央政府和绝大部分地方政权，控制着国家军队和经济命脉，占有绝对优势，虽然同 

意合作抗 日，但仍坚持独裁，坚持“溶共、限共、反共”，不断制造摩擦 ，企图在抗战中限制以至消除 

共产党的力量。而共产党尽管在实际上“合法”了，但并没有法律上的合法地位，为了自身的发展， 

在坚持抗战的前提下，也不能不对国民党展开有理有节的斗争。国共合作始终伴随着许多复杂问 

题和尖锐矛盾。不解决这些问题，国共合作就难以持续，抗 Et民族统一战线甚至面临着瓦解的 

可能。 

面对这种危机，中间势力便成为影响国共双方力量对比的关键。中国共产党吸取了在土地革 

命战争时期“左”倾错误的教训，清醒地认识到“在中国，这种中间势力有很大的力量，往往可以成 

①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和中共重庆市委 已经合作编纂了《中国共产党关于抗战大后方工作文献选编》，共2卷，收录了1931 

年9月至 1945年9月，中共中央及中央有关领导机构作出的关于抗战大后方工作的决定、指示，毛泽东等中共中央领导人、中共中 

央有关机构负责同志关于抗战大后方工作的报告、讲话、谈话、电报、书信、题词等，全面系统地反映中国共产党关于抗战大后方工 

作的指导思想和方针政策，将于2016年由重庆出版社出版。 

② 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编：《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代表名录》下，中共党史出版社、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5年版，第727页。 

③ 胡锦涛：《在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6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人民日报》，2005年 9月4日，第 

2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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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我们同顽固派斗争时决定胜负的因素，因此，必须对他们采取十分慎重的态度”①，从而总结出巩 

固和发展统一战线的一条基本经验，即“发展进步势力，争取中间势力，孤立顽固势力”，并把这三 

者作为不可分离的整体。② 

抗 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斗争逐渐形成了两条战线：一个是敌后抗 日根据地的武 

装斗争，一个是党领导的大后方工作③，后者最重要的任务就是统一战线，随着抗 日战争进程的发 

展变化，大后方工作的地位益显重要。 

武汉沦陷后，国统区的中心转移到重庆，中共六届六中全会决定撤销长江局，在重庆设立南方 

局，担负原长江局职责。因此，南方局的使命就是高举抗 日民族统一战线旗帜，为抗 日和民主凝聚 

力量，最重要的政治任务就是巩固和扩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维护国共合作，争取中间势力，为克服 

困难、赢得胜利，凝聚人心、凝聚智慧、凝聚力量，并将这项工作贯穿始终。由于大后方实际上成为 

实行党的统一战线政策的前线阵地，南方局便成为中共大后方工作的前线指挥部，因此，这一时期 

南方局的统一战线工作，也就具有了全局性的意义。 

三、中国共产党在抗战大后方工作的历史作用 

中国共产党的秘密领导机关以十八集团军驻重庆办事处的名义为掩护，其主要负责人则以中 

共代表或国民参政会参政员的身份同国民党当局打交道。 

中共在大后方努力维系国共合作，争取中间势力，为抗战胜利奠定政治基础。 

以重庆为中心的大后方，国际国内风云际会，政治斗争错综复杂。南方局既处在统一战线的第 
一 线，也置身国统区险恶的政治环境和艰苦的工作环境之中。这一时期，中共坚持抗战，维护国共 

合作，发展进步势力，争取中间势力，孤立顽固势力，从理论和实践的结合上对政党制度、国家领导 

制度、政治协商制度进行了艰辛而成功的探索。中共提出了共产党对统一战线的领导和多党合作 

的主张，运用陕甘宁边区临时参议会，通过实行“三三制”等实践，在局部执政中迈出了新型政党关 

系的第一步。团结支持中间党派争取民主的要求，向国民党政府提出了结束一党专政，建立“联合 

政府”的主张，得到了大多数党派团体的拥护，奠定了新中国政党制度的基础。国民参政会是抗战 

时期由国民政府成立，包括国民党、共产党及其他抗 日党派和无党派人士代表的全国最高咨询机 

关，是第二次国共合作的产物。按照这一制度，各省成立参议会。作为国民政府的特区，中共在以 

延安为中心的陕甘宁边区和各抗日根据地建立了参议会制度，这是独具特色的国家政权组织形式， 

也是新中国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雏形。“遇事协商”是第二次国共合作的特殊形式，也是中国“协 

商民主”的最初实践。中共在与国民党合作的过程中，正确地处理了与国民党的关系，创造了“遇 

事协商”的方式，后来周恩来把它总结上升成为“政协路线”(周恩来语，“政协路线就是毛泽东同志 

《论联合政府》的路线”④)，也催生了1946年 1月“中国政治协商会议”(史称“旧政协)的召开，这 

① 《毛泽东选集》(合订本)，人民出版社 1969年版，第706页。 

② 1940年 3月11日，毛泽东同志在《目前抗日统一战线中的策略问题》中第一次提出了“发展进步势力，争取中间势力，反 

对顽固势力的策略”，强调“这是不可分离的三个环节，而以斗争为达到团结一切抗日势力的手段”。(参见《毛泽东选集》(合订 

本)，第703页。]但是，在同一篇文章中，他又使用了“发展进步势力，争取中间势力，孤立顽固势力”的提法。查考在此之后毛泽东 

同志的有关论述，如《放手发展抗 日力量，抵抗反共顽固派的进攻》(1940年5月4日)，见《毛泽东选集》(合订本)，第713页，均使 

用“孤立顽固势力”的论述。笔者认为，较之“反对”，“孤立”可能更为准确。因此，本文统一使用“孤立顽固势力”的提法。 

③ 《南方局的历史丰富了党的历史宝库》，中共四川省委党史研 究室等编：《南方局党史研究论文集》，重庆出版社 1993年 

版，第1—3页。 

④ 《周恩采选集》上卷，第25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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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中共对政治协商制度的最初探索，是中共“七大”路线的胜利。这三个制度，是中国共产党在抗 

日民族统一战线中的创造，也成为后来新中国政治制度的基石。① 这是中共在抗战大后方发挥的 

最主要作用。所以，胡乔木同志曾经说 ，“没有南方局在大后方进行的广泛的统一战线工作，就很 

难把当时在国民党区域的各民主党派和各方面人士团结在我们共产党的周围，后来我们建立新中 

国的情况就会不一样。就没有今天这样的格局。因此，可以说 ，南方局的统一战线工作从一个方面 

的意义上讲，为新中国奠定了重要的政治基础”。② 

中共在大后方贯彻统一战线经济政策，团结工商界朋友，为抗战胜利壮大了进步力量。 

尽管中共在大后方并不直接从事经济建设，但在南方局统战工作委员会中设有经济组，负责对 

经济界人士开展统一战线工作。全面抗战爆发后，重庆成为大后方的经济中心，大批厂矿内迁和新 

建，中国民族工商界代表人物齐集重庆。中共清楚地认识到“在中国，这种中间势力有很大的力 

量，往往可以成为我们同顽固派斗争时决定胜负的因素”。③ 南方局将民族工商界作为抗 Et民族统 
一 战线，特别是中间势力的重要方面，积极与他们沟通联络。即使在初期屡吃闭门羹，遭遇被高声 

“送客”的尴尬情况下，仍锲而不舍地做工作，通过参观、座谈、演讲、题词等方式结交朋友，从而打 

开了上层民族工商界统一战线工作的局面。周恩来等南方局领导人鼓励他们为抗战而发展生产、 

支援抗战，支持和援助他们为自身生存发展而反对官僚资本、争取经济民主，构筑抗战胜利的经济 

基础；向他们宣传中国共产党的经济和政治主张，以争取其认识、理解、拥护和支持中共的方针政 

策，使他们主动把民族经济与民族命运紧密联系起来，进而团结他们追求政治民主，促使他们由右 

倾而中立，进而向左转，成为抗 Et民族统一战线中倾向于进步的力量。 

中共在大后方实践持久战的军事战略总方针，联络协调两个战场，同样为赢得对日作战胜利尽 

心竭力。 

由于抗战大后方的特殊性，中共的军事工作并不表现为敌后战场那样轰轰烈烈的武装斗争，但 

仍通过南方局及其军事组和公开的八路军驻重庆办事处做了大量军事工作。抗战爆发后，中国共 

产党就提出了全面抗战路线和持久战的战略总方针，把游击战置于战略高度，在华南地区建立了大 

量的游击武装，这是坚持华南抗战最重要的力量。1938年 10月武汉沦陷前夕，朱德便向蒋介石建 

议，由国共两党共同举办游击干部训练班，被蒋介石所接受。从 1939年2月起，游击干部训练班在 

南岳衡山连续开办了三期。中共方面由叶剑英带队，30多位干部参与工作，重点讲授游击战的政 

治工作和游击战的战略战术两门主要课程。周恩来也前往视察，作了《中Et战争之政略与战略问 

题》的报告。两党合作举办的三期游击干部训练班培养了3000多名游击干部，陆续分配到有关战 

区，开展敌后游击战。南方局军事组还为改善双方关系，加强作战方案、战报、情报等工作，维持两 

党两军联络渠道，努力为联络协调两个战场开展工作。 

中共推动和领导抗战大后方文化繁荣发展，保存了民族文化精英，为抗战胜利凝聚了万众一心 

的精神力量。 

在抗战初期，中国的文化事业受到极大损失，但没有中断而是内迁发展，在大后方获得了民族 

文化的繁荣发展 ，这在世界战争史上都是少见的。南方局为此付出了巨大的努力。南方局设有文 

化工作委员会，领导整个大后方地区的文化运动。同时，充分运用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第三 

① 周勇：《第二次国共合作与新中国政治制度研究论纲》，苏仲波等主编：《历史的回顾与展望——全国第三届 国共两党关系 

史学术讨论会文集》，江苏人民出版社 1991年版，第265页。 

② 胡乔木：《关于南方局党史的编写及其他》(1988年l2月9日)，《胡乔木传》编写组编：《胡乔木谈中共党史》，人民出版社 

1999年版，第341页。 

③ 《毛泽东选集》(合订本)，第70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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厅(第三厅解散后成立了文化工作委员会)等机构，凝聚影响着众多文化团体和文化名人，组织“雾 

季公演”，创作演出了一大批经典作品，在重庆、昆明、桂林、成都等地开展了规模空前、影响深远的 

进步文化运动，鼓舞了全国人民抗战到底的信心，使“抗战、团结、民主”成为大后方文化的主流。 

更为难能可贵的是，南方局和周恩来在危急时刻挺身而出，于1941年l2月香港沦陷后，将滞留香 

港、处境险恶的何香凝、柳亚子、邹韬奋、茅盾等人士及家属共 800多人紧急疏散，行程数千里，历时 

200多天，被茅盾称为抗战中“最伟大的抢救工作”，为国家民族保存和团结了大批文化精英。中国 

共产党在大后方创造了在统一战线中领导文化工作的宝贵经验，推动以重庆为中心的大后方文化 

发展黄金时期的出现，成为中国新民主主义文化的一座高峰。 

中共在大后方卓有成效地开展民间外交，推动建立国际反法西斯统一战线，努力营造有利中国 

抗战胜利的国际环境。 

抗战全面爆发前夕，中共就提出了建立太平洋联合战线的主张。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中共正式 

确立了与英美等国建立反Et统一战线的政策。作为党的秘密机关，南方局与驻重庆的若干外交使 

团建立起灵活务实的工作机制。而周恩来本人因其超凡的个人魅力和卓越的外交技巧，成为战时 

重庆外交界备受尊敬的人物。中国与西方国家结盟，国际反法西斯统一战线形成后，南方局按照 

“宣传出去，争取过来”的指导方针，促成了中外记者西北参观团访问延安，这是西方和大后方媒体 

对中共根据地的第一次集体采访；最先提出美军派员进驻陕北，在与美国驻渝外交、军事人员的互 

动中，最终促成了美军向延安派驻观察组①，开启了中共与美国正式接触和合作的进程，这是中共 

外交的里程碑；还促成了赫尔利访问延安，与中共签订《延安协定草案——中国国民政府、中国国 

民党与中国共产党协定》②；毛泽东与罗斯福通信，宣传了中共关于改组国民政府，成立联合政府的 

主张③；争取并达成中国共产党作为中国代表团成员，参加了创设联合国的进程。中国共产党凭借 

大后方政治舞台进入战时重庆外交圈，取得了一系列瞩目成就，使中共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中发挥 

出独特的作用，大后方成为中国共产党从陕北高原走向世界的起点。 

中国共产党在抗战大后方的历史，就是与国民党合作，为国家和民族利益，克服矛盾、相忍为国 

的历史。国共两党的团结合作为抗战时期维护和争取国家、民族利益提供了重要的政治保障。以 

国共两党为主体的抗 El民族统一战线为沦陷区人民保留了一份坚持抗战、争取胜利曙光到来的希 

望；坚持抗战到底不动摇，维护了中国独立的国家形象，为中国战时国家地位的提升奠定了基础。 

美、英、苏等反法西斯同盟国家逐步认识到中国抗战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中的重要作用，对中国的 

抗战从开始的同情到支持，最后走向全面结盟。 

中共在大后方培养了独特的红岩精神，丰富了抗战精神的内涵，成为中国共产党和中华民族宝 

贵的精神财富。 

在中国人民艰苦的抗战岁月里，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伟大民族精神得以进一步弘扬。这种精 

神在大后方表现得十分鲜明：国共两党再次合作，相忍为国，体现了国家和民族利益至上、誓死不当 

亡国奴的民族自尊品格；各党各派誓死抗战到底，反对妥协投降，反映了万众一心、共赴国难的民族 

团结意识。与此同时，中国共产党人还创造了伟大的红岩精神。在漫长的革命斗争中，中国共产党 

① 周勇、周昌文：《70年后的再研究：美军驻延安观察组的由来——以(美国对外关系文件 集)为基础的考察(1942— 

1944)》，《开放时代)2o15年第4期，第29页。 

②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央档案馆编：《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21册，第607__608页。 

③ 《毛泽东给罗斯福的信》(1944年11月10日)，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央档案馆编：《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21册， 

第611页。《美国总统罗斯福关于击败 日本侵略者问题给毛泽东的信》(1945年 3月 10日)，此信保存于中央档案馆，已由其官方 

网站公布 ，http：／／www．sao．c．gov．on／zt／2015—03／lO／content_88342．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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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造了众多的革命精神，它们大多源于革命军队或革命根据地，而唯有红岩精神产生于中国抗战的 

大后方，产生在国民党统治区，这是抗日战争的时代使然，是民族精神的伟大升华，也是抗战精神的 

重要内涵。 

四、研究中国共产党大后方工作历史的价值与意义 

研究中共大后方工作历史，就是要进一步厘清中共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理论与实践，充分肯定 

中共在抗战大后方的卓越地位，深刻认识中国共产党作为领导中国人民争取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坚 

强核心和全民族抗战中流砥柱所发挥的巨大作用，回顾总结中国共产党倡导和推动建立的以国共 

合作为基础的抗 日民族统一战线的艰难历程和宝贵经验，继承和弘扬伟大的红岩精神。 

研究中共大后方工作历史，有利于运用第二次国共合作的政治遗产，强化天下为公、民族至上 

的理念，推动两岸人民和执政党达成民族团结和解。中国共产党和中国国民党在政治纲领、政治信 

仰、方针政策上存在重大分歧，但却有过两次合作的经历，特别是在抗战时期的第二次国共合作，对 

民族复兴事业产生了重要的推动作用。研究两党在大后方合作的历史，可以实现海峡两岸共享史 

料，共写史书，共同捍卫民族尊严和荣誉。通过对保存在海峡两岸和海外的史料进行梳理、考证、对 

比和重新解读，可以客观考察战时国共合作艰难曲折的历程，还原历史真实。 

研究中共大后方工作历史，有利于借鉴历史经验，化解两岸歧见，积极探讨新形势下发展两岸 

两党关系的新任务、新形式和新机制，推动祖国和平统一。以科学的历史观正确认识抗日战争的历 

史、成果、影响及经验教训，认清国共合作的历史主流，有助于增进国共两党、海峡两岸的历史认同， 

逐步化解两岸关系中的历史遗留问题 ，构筑双方政治互信的基础，为实现祖国和平统一排除历史认 

知障碍。 

研究中共大后方工作历史，有利于在新的时代条件下进一步坚持和完善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 

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有利于深化对中国近代史、抗日战争史、中华民族复兴史、国共两党关系史 

的研究；有利于弘扬伟大的抗战精神，增强民族凝聚力，为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提供强大的精 

神动力。 

(作者周勇，中国抗战大后方研究协同创新中心主任、教授；周昌文，西南大学历史文化学院硕 

士研究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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